
长征前夕，通过中央红色秘密
交通线，交通员安全护送了中央领
导、情报人员以及妇女干部等共计
200余人进出中央苏区，其中就包括
周恩来、博古、陈云、叶剑英等党的
高级领导人。

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还是党中

央和中央苏区信息传递的重要窗
口。各种重要的信件、情报借此得以
及时传递，显著改善了先前中央不了
解地方实际、地方摸不清中央意图的
状况。通过这条大动脉，紧缺药品、
食盐、印刷品以及军械、无线电器材
等物资陆续被运往中央苏区。

从 1931 年建立到 1934 年中央
红军长征后逐渐停用，中央红色秘
密交通线和交通员在前后 4年时间
中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任务
和使命。毛泽东后来在评价这条秘
密交通线时说，“交通线就像我们身
上的血脉。”

金克木年轻时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打零工。一次，图书
馆进来一位穿旧长袍的先生，他夹着布包，手拿一张纸向借书
台上一放，一言不发。金克木接过一看，是些古书名，后面写
着为校注某书需要，请某馆长准予借出。

金克木请他稍候，自己快步跑向四楼借书库。库内老先
生看了书单就皱眉说：“这人不在北大教书，借的全是善本珍
本，有的还指定抽借一册，而且借去一定不还。”这怎么办？老
先生想了一会儿，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并让金克木照此行事。
来人一听馆长换了新人，略微愣了一下，面无表情，仍旧一言
不发，拿起书单，转身扬长而去。

金克木连忙抓张废纸，把借书单上的书名默写出来。怀
着好奇和求知的欲望，以后有了空余的时间，便照单去找来查
看。经过亲见原书，又得到书库中人指点，金克木增加了对古
书和版本的常识。金克木后来成了北大教授，著名学者。他
曾对朋友说：“我真感谢这位我久仰大名的教授。他不远几十
里从城外来给我用一张书单上了一堂无言之课。”

那位借书人就是刘文典，他的一张借书单，让一个好学
青年大开眼界，求知的道路更加宽广敞亮，获益终生。由此也
证明了刘文典学问的精深。 （据人民政协网）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创建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
当年七月，御史黄瑞麟奏请清政府办学一事。得到清学部批
复后，遂在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街）斗公府旧址建筑校舍，
历时一年建成，达到招生初步条件。

翰林院编修傅增湘出任第一任校长。在抓教育的同时，
也忙于政坛仕途，次年兼职直隶提学使，后升迁北洋政府内阁
教育总长。傅增湘升迁后，无暇顾及学校具体事务，校长一职
频繁交替。

举人出身且赴日留过学的毛邦伟，从 1919年 7月连干三
任校长（其中一任为代理），任职期间顺风得水，1922年顺利
交到许寿裳手里。

许寿裳是鲁迅好朋友，对教育事业满腔热忱，就任伊始
学校发展建设立竿见影，但眼见的政绩却得不到学生认可，更
有甚者还被学生送绰号戏弄。这让他感到还是一走为妙。
许寿裳辞职时，推荐杨荫榆继任，并发出了“办女校最好是用
女校长”的感言。

1924年 2月，杨荫榆受教育部委任，接替许寿裳任女师大
校长，也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杨荫榆
办学理念秉承西方教育之风，管理风格过于严格保守，因几位
学生不守校规被开除后，引起相当大不良反应。沸沸扬扬的

“驱羊”运动后，当局下令停办女师大。这只是个手段，另成
立国立女子大学，是女师大的延续，继续女师大的教学活动，
为学生授课，这时校长是易培基。

易培基在任不长，又经过一阵折腾，胡敦复于 1925年 8
月临危受命接任校长。这时女师大并非风平浪静，当校长与
各方达成初步妥协后，才得以恢复女师大正常秩序。但终因
当时北平并不太平，胡敦复始终未能取得与各方的共识，在难
以应付复杂局势情况下，1925年 12月离职回上海，但史料上
记载的是他任职期限止于 1927年。

1925年 12月胡敦复离职后，接任者是留法女博士郑毓秀。
又来一位女校长。但郑博士是著名女革命家，她能够对载沣、
陆徵祥这样的人行刺，但对于像刘和珍这些学生则是束手无
策。郑毓秀最终不堪女师大尴尬局面，于 1926年初离职，去
从事她得心应手的事情了。

随着时局的发展，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没有独立存在的必
要与可能了，1931年与北平师范大学合并，定名国立北平师
范大学，即为现北京师范大学。 （据人民政协网）

系统完整的编排体例

在当时的环境下，该版《毛泽东选集》在编
排上还是比较系统而完整的。在体例上，成书
肖像页后面依次是扉页、版权页、编者的话、总
目录。在编排上，按照内容共分为五个分卷，
共 29篇文章，46万多字，第一卷包括《新民主
主义论》等 5篇著作，为国家与革命问题的论
著；第二卷收录《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
前阶段的任务》等 11篇，为统一战线问题的论
著；第三卷收录《论持久战》等 3篇，为战争与
军事问题的论著；第四卷收录《论合作社》等 3

篇，为财政经济问题的论著；第五卷收录《反对
党八股》等 7篇，为党的建设问题的论著。

需要说明的是，在该版《毛泽东选集》的
版权页上，标注的时间为 1944 年 5 月，实际
上，5月是发稿付排时间。在付排前，临时补
充了 6月份发表的《同中外记者团的谈话》，但
版权页未变更。该版《毛泽东选集》由晋察冀
新华书店发行，7月和边区人民正式见面，掀
起了一股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此后，在
这个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四次增订再版。

在战时的艰难困苦中编排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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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编排印刷过程中
的艰难可想而知。当时，中共中央晋察冀分
局、军区和边区政府等领导机关的所在地为河
北省阜平县，属太行山山系，境内地形复杂，条
件异常艰苦。作为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机关
报的《晋察冀日报》，在山区办报本已举步维
艰，再加上蓄意破坏，更是难以为继。在经济、
军事的重重封锁下，物资供应成了最大难题，
连印刷用的白纸都难以买到。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节约物资，报社自行造纸印报，省出白纸
印《毛泽东选集》。

为了不出错误，保证印刷质量，从排字、打
纸型，到垫铅板、印刷，再到装订，各个环节的
工作人员都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如在校对制

度上采取四校及外聘专家校勘相结合的制度；
在精装本的印制方面，联合《晋察冀画报》社制
作铜版毛泽东像。在当时没有烫金机从而无
法印制烫金效果的条件下，邓拓发动群众想出
在手搬机下生炭火烤热转盘代替烫金机的办
法，印出烫金版《毛泽东选集》精装合订本。

尽管条件艰苦、困难重重，首版《毛泽东选
集》还是于 1944年 5月（版权页时间）出版了。
其中平装本分为 5 册，小 32 开，785 页，印数
2500 册，封面所印“毛泽东选集”及卷号为红
字，书名页题名及下方“晋察冀日报社编”为黑
字，扉页印毛泽东免冠肖像一幅。精装本为合
订本，由红缎、蓝缎作书皮，“毛泽东选集”字样
为金字印刷，印数同样是 2500册。

第一版《毛泽东选集》的诞生

1941年至 1942年间，中央书
记处编辑出版了大型文献集《六
大以来》和《六大以前》，前者收录
文件 500 多件，后者近 200 件。
1943 年 10 月，又编辑出版了《两
条路线》（上下册）。以上这些文
献集的出版，对整风运动中帮助
党员干部、理论工作者了解毛泽东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提供了
有力帮助。特别是《六大以来》和
《两条路线》这两部文集，收录了
毛泽东的文章、讲话及文件上百
件，为系统全面编辑出版《毛泽东
选集》打下了良好的资料基础。

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进行，
1944年 1月 10日，中共中央晋察
冀分局提出要在干部中特别是高
级干部中“建设正确的思想——
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达到统一
党的思想，增强干部党性，巩固党
的纪律”。为了贯彻这一指示，晋
察冀分局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
选集》，由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
任主编。

实际上第一版《毛泽东选集》
出版之前，邓拓及其团队已出版多
版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为正式出版
《毛泽东选集》进行了各种准备。

“中华苏维埃的血脉”——红色秘密交通线

70多年前，在晋察冀抗日根据
地，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在敌
人的经济 、军事封锁下，第一版

《毛泽东选集》在重重困难中诞生。

从历史文献的角度看，该版《毛泽东选
集》所收录的文献比较原始，少有修饰和加工
的成分，具有特殊的价值。通过与修改本的
比较，可以追寻概念的变化和思想的脉络，从
而为进行历史和思想的深入研究提供依据。

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晋察冀日报史》
中，聂荣臻元帅在序言里这样称赞道：“《晋
察冀日报》始终不懈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不
仅在报纸上，还在报社出版的书刊上，不时
刊载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和毛泽东思想的记
述，并于 1944年 5月编辑出版了全国第一部

《毛泽东选集》（五卷本）。”许多中共党史专家
认为该版《毛泽东选集》是“一个流传最早、最
广的版本”。

这部《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根据地出
版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翻开了毛泽东著作出
版史上新的一页，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提供了最早的参照
蓝本，为系统宣传毛泽东思想作出了重大贡
献，对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国革命史研究、中国
共产党历史研究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
价值。 （据《学习时报》）

特殊的历史价值和重大的指导意义

整风运动的学习风气提供了有利的氛围

刘文典的借书单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知多少

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是土
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为
解决党中央和中央苏区间联络
问题，精心策划并缔造的一条从
上海出发，经过港、粤、闽、赣四
地，长达 3000 多公里的秘密交
通线。它为传递党中央与中央
苏区的机密文件，运送中央苏区
急需的物资和经费，以及掩护党
中央由上海到中央苏区的重大
迁移等工作作出了巨大而特殊
的贡献，被誉为“中华苏维埃的
血脉”。

1929年，朱毛红军入闽，开
始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伟
大实践。然而，面对国民党军队
的屡次“会剿”和经济封锁，中央
苏区越来越多地面临着与党中
央信息沟通不畅、物资供应困难
以及干部紧缺等问题。因此，中
央苏区十分渴望党中央的援助
与指导。于是，尽快开辟一条隐
秘且安全的交通线就成为了摆
在党中央和红四军毛泽东等领
导人面前的紧急任务。当时主
管这项工作的周恩来说过：“宁
可放弃苏区一个县，也要办好交
通线。”

1930年 6月，毛泽东派遣中
共闽西特委军委委员卢肇西前
往党中央，请求建立从上海到赣
南、闽西的秘密交通线。1930年
7月，中央军委成立交通总站，同
年11月归并中央交通局。周恩来
要求集中 3个月从各省调集精兵
强将开拓长江线、北方线、南方
线三条交通线，打通连接党中央
和各根据地的大动脉。在周恩来
的秘密领导和直接指挥下，1931
年 3月，中央交通局以闽西工农
通讯社及其机要交通网为基础，
正式建立起由上海经香港、汕
头、大埔、闽西直达江西瑞金的
交通线，即“华南交通线”，也就
是被人们称之为“党的生命线”
的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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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建立后，
主要负责接送来往中央领导、传递
秘密文件和采购运送重要物资到中
央苏区等任务。为保障上述工作在
险恶环境中顺利完成，全体交通员
创立了一套独特复杂而又行之有效
的秘密工作方式。

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中央交通
局局长吴德峰在交通线建立之初就
制定了《秘密工作条例》，专门对秘
密交通站的设立和运行进行了缜密
安排。出于安全考虑，交通站工作
的形式十分隐蔽，家庭、当铺、茶馆
等都是其常用的掩护方式。传递情
报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用密写药

水将文件写于衬衫上，或印在字画、
手绢以及线装书的反面。运送黄
金、电台零件和药品等物资的方式
也不一而足，交通员随身携带的纸
伞杆、裤带，甚至手里的甜瓜瓤，都
是其藏金之处。

执行护送任务时，交通员一般
是两人一组，一前一后分别行动，前
面的交通员负责探路，查明是否有
危险，后面的交通员则与首长同行，
保卫安全。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前
者会及时发送事前约定的危险信
号，后者则进行紧急隐蔽。整个漫
长的交通线上，一般每隔 10到 40公
里，就会设置一个少则 1人多则 5人

的小站，交替掩护。站点之间单线
联系，任务交接时，事前约定时间地
点，力求准时交接。

选拔交通员的高标准也是保障
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安全畅通的关
键。在所有要求中，对党忠诚是第
一位的。面临危险时，交通员必须
保证信件、情报的绝对安全。交通
员要具备丰富的对敌工作经验，能
够广交各界朋友，懂得各行“行话”，
对形势了如指掌，还能以各种合法的
身份或职业作掩护，以免引起敌人察
觉。在各方努力下，中央红色秘密交
通线真正成为了一条“摧不垮、打不掉
的地下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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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网）

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陈列的《毛泽东选集》。

中央红色交通线大埔中站。

志同道合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和邓演达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领
导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对解决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执着，
让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毛泽东在大革命初期就开始从事农民运动，经历十分丰
富、实践非常深入，特别是毛泽东能够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关于阶级分析的理论，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村的各阶级、各基
层进行深入的科学分析。因此，他对农民问题的阐释更全面，
更具理论色彩。

而邓演达是在北伐过程中开始关注农民问题，但由于他
在国民党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武汉国民政府农民问题讨
论委员会和土地问题委员会由他组织设立，每一次讨论的结
论由他做；关于农民问题的提案和建议由他提交国民党中常
会讨论；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的会议由他召集；国民党中央农
民部的农运计划也是由他发布。

可以说，在解决农民问题上，毛泽东与邓演达既有共同
追求，又各具优势。

但是，毛泽东关于发动农民和农村革命的举措，在中共
党内曾遭到陈独秀和共产国际顾问维金斯基、鲍罗廷的一再
否定。不仅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后写出的《报告》，在当
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没能完整刊发；中共五大还
改组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撤销了毛泽东的书记职务。

当社会上（包括国共双方的上层人物）对湖南农民运动
“过火了”“糟得很”的斥责声甚嚣尘上的时候，邓演达却独树
一帜与实际考察过湖南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形成共鸣，热情讴
歌湖南农民运动。他说：“湖南农民给全国农民一个确实的信
仰，一个好榜样，他们把乡村农民都组织起来，实行自治，结
果，已把怠惰者、花鼓戏、赌博、鸦片烟和土匪都消灭干净，真
是真明（命）天子也办不到的事，湖南农民倒办到了。”

对于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的理论建树和组织才干，邓演达
更是颇为看重。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邓演达不仅聘请毛泽东
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委员、国民党
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
会委员、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
还积极支持毛泽东创建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建议和行
动，委任他为农讲所的常委，主持日常工作。

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大革命时代做农民运
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
1961年 5月，毛泽东在上海与他和邓演达共同的老朋友周谷
城交谈时，再次深情地说：“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
欢这个人。” （据统战新语）


